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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苞学术思想研究】

［主持人语］诸位，众所周知，谷苞先生青年时期即是西南联大“魁阁”成

员，从滇至陇，1949年参军抵达新疆。他长期从事从南到北民族地区田野调

查，同时与时俱进，致力于中华民族共同性与民族团结研究；是对费孝通“中华

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作出主要贡献者之一。他从事的南北各族群的民族

志调查报告，成为后来者一笔弥足珍贵的学术财富。

当前我们正遵循党与国家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民族工作主

线的指示，隆重庆祝建党百年，同心同德启航新征程之际，重温谷苞先生一生

忠心耿耿，热爱祖国，维护民族团结，既是“他者”更是“自我”地安于前沿与基

层第一线的学术思想、学术精神、学术品质和人品，充分体现了大家“承继前人

学脉，涵泳学术新篇”的心愿。这是深具现实意义的。谢谢。

郝苏民（西北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2021年第1期（总第108期） 谷苞学术思想研究

变与发展，在此基础上讨论其西北民族研究的问题意识、学术理论与方法的内在理路。谷

先生的民族研究在继承魁阁研究的问题意识与学术方法的同时又对其扬弃，形成了一种

综合社会调查、经济类型学与文化史研究的民族学。这一风格的民族学基于谷先生之西

北民族研究经验与中国民族学的整体观照发展而来，并在其对多民族统一之中国的阐释

中得到集中体现。谷先生的民族学对于理解西北民族研究与中国民族学的历史和现状仍

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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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学界对于中国西北地区的民族学研究存在如下认识：它被西北边疆史地研究所笼

罩（或被其他学科的区域研究所笼罩）；在某些语境中它被等同于民族史研究与民族问题

研究。这些认识部分接近西北民族学研究的实况，但却有失偏颇。西北民族学研究诚然受

到史地学传统的影响并具有较为明显的民族史取向，但这不应该成为被诟病之处，相反，

这应该成为该区域民族研究的优势。而那种将西北民族学研究等同于民族问题研究的看法

如果不是出于偏见，至少也是某种程度的误解。这种误解表面上是将西北民族研究注重

现实问题研究的取向归置为“问题研究”（problem study），实质则是将民族视为问题①［1］［2］；
从学理上来说则是将西北地区的民族研究与中国民族学整体语境相割裂的结果。

中国民族学无疑将民族视为基本研究对象，其研究既包括对各民族的具体研究，也有

对中华民族的整体研究；它对是参照“民族国家”还是“多民族国家”构建继承了“帝制中

国”的疆域与民族的现代中国亦有长期讨论（甚或争论）。在这些问题域下，西北地区的民

族研究较多从民族史、民族关系（因应民族团结的现实议题）、民族认同（尤其是民族的国

家认同）与民族现状的调查等切入中国民族学的整体研究框架。这的确让西北民族学的

历时研究带上了鲜明的史学风格，而其共时研究则又呈现出明显的研究问题与解决问题

的应用性特征。但事实上，这两种风格并非西北地区的民族学研究所独有，在其他区域的

民族学研究乃至中国民族学的整体风格中亦不难发现［3］。
近年来，随着走廊视域在西北民族研究中被强调，部分学者试图以带有区域视角的民

族研究整合西北民族研究中的民族史、民族关系与现状调查研究等面向［4］。在此语境中，

从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至 21世纪初持续在西北地区展开民族学研究的谷苞先生及其学说

被更多学者所关注。黄达远、张亚辉分别从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与边疆民族的社会组织结

① 目前中国学界对民族的问题化已有不少反思。一种认为民族作为问题实乃多民族国家的现实

与民族国家话语之间张力的产物；另外一种则认为民族问题化实质上是对民族含义的单义性解释之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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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两个维度重新阐发了谷先生民族学的两个层面［5］［6］；李正元从学术史角度编选了谷先

生 1949年之前社会调查研究与 1978年后有关中华民族共同性论述的文章［7］；唐亚男则在

梳理谷先生 1983年之前的研究成果之基础上对其学术研究（尤其是谷先生的新疆研究）

进行了讨论［8］。谷先生民族学的“再发现”虽然颇有制造学术热点之嫌，但更多是因为他

始终以中国民族学的整体观照来从事西北民族研究。重读谷先生的著述，并非仅在讨论

其具体的民族研究，而是旨在通过重审其论说，将西北民族研究与中国民族学的整体研究

关联起来思考。

职是之故，本文尝试以现代中国民族学发轫初期的魁阁研究之学术旨趣为起点，追踪

谷先生民族学研究的轨迹及其基本内涵，并将讨论重点放在其 1980年代有关“多民族国

家”的论述之上。笔者认为，虽然谷先生的民族学研究也关注魁阁研究时期的中国现代转

型议题，但不同的是，基于西北地区民族社会与历史研究的经验和理论思考，他对该议题

的观照从社会的现代化转向了对多民族统一之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的解释，并逐步发展出

综合了社会调查、文化史与马克思社会形态学的研究路径。需提前指出的是，本文并非谷

先生民族学研究的学术史考察，而只是借助学术史的问题意识来观察和勾勒其学术研究

的变化与整体轮廓而已。在具体行文中，笔者将不会对相关的学术史问题作考述。

二、作为理解谷先生民族学研究起点的魁阁研究

1941年，谷先生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毕业，随后在燕京大学与云南大学合建、费孝通

先生主持的社会学研究室（以下简称为“研究室”）开启了其早期的学术研究。从 1941年
到 1944年间，谷先生与张之毅、田汝康、史国衡等在费先生的指导下进行云南乡村的社会

学调查研究。此期间曾得到陶云逵、吴之椿的指导，并写成《传统的乡村行政制

度》［9］408-409。时值抗日战争，为躲避日军的空袭，研究室转移到云南省昆明市郊呈贡的魁

星阁开展工作，这群学者于此期间的学术活动因此被后人称为“魁阁研究”［10］49-65。谷先

生在晚年回忆录与诸多访谈中多次说道：“魁阁的三年学徒生活影响了我的一生”，尤其是

社区调查研究法与注重实践的治学精神［11］。显然，魁阁研究不仅是谷先生学术生涯的开

端，亦可作为理解其民族学研究的起点。因此，对此阶段中国学者之研究的问题意识与学

术方法作一交代，将有助于后文的讨论。

魁阁研究由费先生主导。刚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回国的费先生不仅将此期间的研究

作为践行导师马林诺夫斯基功能主义人类学的实验，也将其视为认识中国整体社会的途

径。就此，费先生在魁阁期间与张之毅合作完成的《云南三村》的序言有一段夫子自道：

我当时（按：写作《江村经济》时）觉得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

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成怎样一个国家。在抗日的战场上，我能出

的力不多。但是为了解决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我有责任，用我所学到的知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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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科学地去认识中国社会。我一向认为要解决具体问题

必须从认清具体事实出发。对中国社会的正确认识应是怎样解决中国这个问

题的必要前提［12］3。

研究室的学术探索延续了费先生在《江村经济》中的议题，即受传统土地制度束缚与

现代资本主义冲击的中国农村社会如何完成其现代转型［13］264。费先生希望通过社区调

查建立对中国社会的整体认识，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问题。而为了达到

这一目标，他设计了数个乡村的实地调查，内容涉及土地制度、乡村手工业、基层社会结构

以及宗教仪式，希望在数个典型社区研究的基础上作类型比较，“由局部接近全体……步

步综合，接近认识中国农村的基本面貌”［12］8，进而达到对中国社会的整体认识。此外，费

先生还对中国的社会结构作了研究和讨论。这项研究的主要观点是，中国乡土社会乃礼

治社会，其运作依赖礼制的社会化［14］。为进一步认识中国整体社会特征，费先生及其学

生还将社会结构的分析拓展到历史时期，并与吴晗等历史学家合作举办工作坊探讨中国

社会中皇权与绅权并行的双轨政治结构［15］。

对于如何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这一议题，费先生综合江村经验与英国经济学家托

尼（R.H.Tawney，1880—1962年）对英国农村现代化的研究，认为乡村社会现代化是实现中

国社会现代化的路径［16］。无论是费先生指导的张之毅的研究［17］22-25，还是其他魁阁成员

的经济研究［18］83-94，抑或是对“非汉民族”的研究［19］，魁阁成员的学术探索均在此问题意识

的观照下展开。而在具体研究中，受英国功能学派社会人类学的影响，社区调查、席明纳

（seminar）与类型比较成为学者们获取经验材料和展开理论综合的主要方式。在 1947年
的一篇文章中，费先生如此总结魁阁研究的议题与方法：“研究的区域虽则只限于一定的

社区：乡村、部落或工厂，但是他们（按：指魁阁成员）所研究的问题却是中国各种及各地区

所共同遭遇的，那就是现代化的过程。因之，他们可以把不同的标本加以比较，而形成启

发继续研究的假设，也就是社会学的理论。”［20］4171944年秋天，在魁阁学习和工作了三年

的谷先生带着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方法离开昆明，前往中国西北从事民族研究，并逐

步探索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民族学研究之路。

三、谷先生的西北民族研究及其范式

参照谷先生公开发表的著述，其西北民族研究大概可以分为 1944—1949年甘肃卓尼

地区民族社会与河西走廊农村社会调查研究，1949—1962年新疆社会历史调查研究与

1978—2012年多民族统一之中国的理论与历史研究三个阶段①［8］。在第一阶段，谷先生

① 唐亚男按照时间顺序对谷先生在西北地区的民族研究与著述进行了梳理和介绍。据其分类，谷

先生的西北民族研究有两个阶段，一为 1944—1949年的甘肃调查；二为 1949—1983年的新疆工作。与此

不同，笔者将依据谷先生民族研究的内在线索作分类，对其在“文革”期间的研究搁置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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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魁阁研究的学术议题——权力结构与乡村经济研究拓展到卓尼土司制度与河西绿洲农

村社会的研究，同时亦运用了社区调查与类型比较研究法①［7］176-194；在第二阶段，谷先生

将马克思、列宁的社会形态学与社区研究法结合起来，对新疆绿洲农业社会与牧区社会组

织展开了研究；在最后一个阶段，他则将在社会历史调查中积累的学术经验与历史研究结

合起来，集中解释中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与现实。在这三个逐步推进但又有所

扬弃的研究过程中，谷先生探索出了别具一格的民族学范式。这种范式不同于魁阁研究

时期由个别到整体来认识中国的思路，而是开始从整体视域解释中国多元一体的民族格

局与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过程，并以社会阶段论分析中国的现代转型。

（一）对农牧区社会形态的调查与研究

对于谷先生第一阶段的西北民族研究，张亚辉已作过专门研究。张氏在其研究中认

为谷先生转换了费先生从江村经济挪移到魁阁研究中的路径（一种将乡村社会置于土地

制度与世界市场之关系中分析的经济人类学路径），并将之拓展为“边疆整体的政治经济

关系研究”。张氏认为这为此后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建构提供了讨论空

间［5］33。此外，李正元对谷先生的河西农村经济研究进行了讨论，认为该研究已经超越了

费先生那种将社区视为整体的研究路径，关注到了社区之外的联系及其历史因素［21］。笔

者同意张、李二氏对谷先生之西北民族研究第一阶段的讨论，故不再对之重复研究，而是

直接转入对谷先生有关西北民族社会形态与多民族统一国家等议题的讨论之上。

1949—1962年，谷先生前后参与了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

后改为自治区党委研究室）组织的南疆农牧区社会调查（1950—1953年），以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主持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新疆分组的调查研究工作（1956—1962
年）。这两个阶段的调查任务各有不同，前者主要是为新疆的减租反霸与土地改革运动作

准备，后者则是为了配合对民族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但两者都以马克思、列宁有关社

会形态的理论以及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法为纲本，且后一阶段的调查研究沿用了不少第一

阶段的调查成果。谷先生在两个阶段都作为学术组织者和调查员深度参与其中，对新疆

农牧区的社会形态划分做了大量调查和研究工作［22］。
在南疆农村，谷先生及其同事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了该区域内存在的封建农奴制度，相

关论述结集在《南疆农村》中出版［23］。该书收录了 12个典型乡村的调查报告，代表了南疆

封建社会的三种类型②［24］147-149，同时亦有经济结构、阶级关系、水利、政权、手工业、集市和

文化教育等专题的调查报告［23］。而在牧区，调查的重点围绕蒙古族与哈萨克族的社会组

① 此一阶段的研究在李正元主编的《故土新知》中有集中体现，其对类型学的运用在《甘肃会宁县

农家经济概述》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② 这三种类型后来被谷先生表述为“封建农奴制完整存在的农村”“无偿劳役与对分制普遍存在的

农村”与“一些县城的郊区与商品经济较发达的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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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阿寅勒（蒙古族）和阿吾勒（哈萨克族）展开，具体内容涉及剥削关系、行政权力与宗教生

活等［25］［26］320-355，研究者认为游牧社会中存在一种以氏族组织为基础的封建宗法制度［27］。
谷先生不仅参与，而且在学术上对这两项调查研究作了指导。很明显，虽然这两项调查研

究在理论与话语上不同于魁阁研究，但该时期的社区研究法（典型研究）与类型比较法仍

被加以应用。

但与此同时，在进行社会形态学调查研究的过程中，谷先生也发展出了不同于魁阁研

究的社会类型学（或社会研究路径）。在此新的社会类型学中，经济类型而非社会结构（组

织）成为划分社会类型的基础。此种社会类型学显然吸收了马克思社会形态学中经济基

础与上层建筑之关系的分析路径。事实上，谷先生的这种社会研究路径是少数民族社会

历史调查中多数研究者都曾采用过的，林耀华先生曾对之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理论建构，发

展出某种中国的马克思人类学理论——经济文化类型学［28］80-98。还需注意的是，谷先生

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历史调查过程中发现的农牧区经济互补的关系结构也为他此

后论述历史上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之关系提供了经验基础。

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对谷先生的另外一个影响是促使他逐步介入西北民族史的研

究之中。此研究方向的调整虽然与相应的历史语境不无关系，但也并非完全出于偶然。

如我们所知，受当时政治运动的影响，1962年至 1978年间，谷先生将研究重点逐步调整到

历史领域，并与其同事共同完成了《新疆历史丛话》的写作和出版［29］。谷先生的这一学术

方向调整无疑与其在新疆的民族研究经验有关。在某次接受访谈时他这样说道：

随着自己在新疆民族研究工作的逐渐深入，发现自己原有的知识面很窄，

不能适应需要，首先我感到急需充实民族史、新疆史和宗教学方面的知识。为

此，我查阅了二十四史中有关西域传和我国北方的民族传记，并阅读了一些近

代我国和外国学者的有关著作。这样，日积月累，使我的知识结构有所扩大和

更新［30］305。

显然，谷先生在此一时期历史知识的积累为其在 1978年之后围绕多民族统一之中国展开

的历史解释奠定了学术基础。

（二）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解释

谷先生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解释有着学术关怀与个人情感因素。据其所言，在

认识到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起源》一书中“部族发展成民族和国家”的论断，以及中

国历史上是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本事实之后，他就把巩固祖国统一和维护民族团结（包括

各民族内部的团结和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作为其后半生的重要研究课题［30］305。谷先生对

此课题的历史解释从民族关系和中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谱系两个层面展开，对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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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论述主要从文化史切入，而对后者的论述则采取了长时段的历史分析路径。

1.以文化史解释民族关系

谷先生以文化史阐释民族关系的论述较为集中地体现在他对古代新疆音乐与舞蹈的

研究中，此项研究的成果从 1978年至 1986年陆续见诸报端，后被结集进《古代新疆的音乐

舞蹈与古代社会》（以下简称为《音乐与舞蹈》）一书出版［31］。谷先生的此项研究有着明确

的问题关注和对话对象，它主要回应边疆文化史研究中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以下简称为

“西来说”）以及时人对新疆文化史认识的误区。谷先生认为，“西来说”“愈来愈没有人相

信了。但是，中华文化西来说，并没有因此而销声匿迹，不时还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对中

国的边境地区，如对新疆，他们（按：指持‘西来说’者）肆意夸大希腊文化的影响，贬低或抹

煞汉族文化的影响。”［31］2而在《音乐与舞蹈》一书中，谷先生的具体对话对象则是向达先生

有关龟兹乐舞源于印度的论说①［32］264·267。与此同时，谷先生还指出，在其写作的年代（20
世纪 80年代），对新疆文化史的认识存在三个值得商榷的问题：（1）古代新疆之音乐与舞

蹈（龟兹乐舞）文化与今日之新疆人民没有关系；（2）今日新疆之乐舞并无古代文化之要

素；（3）唐朝以后新疆少数民族和汉族以及内地各少数民族在音乐文化上的交流中

断了［31］41。
谷先生认为上述观点都站不住脚。他在《音乐与舞蹈》的前言部分首先从理论与历史

层面逐一驳斥了“西来说”与古代新疆“故无文化”（向达语）的观点。谷先生认为，文化传

播乃相互交流、取长补短的，区域文化多由相应群体吸收其他文化后结合已有的文化创造

发展而来；中原文化对新疆文化有明显影响，这种影响以新疆和中原较为悠远的联系为基

础，并在历史进程中得到强化；古代新疆的乐舞文化建立在其封建经济基础之上，是当地

封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封建文化大约在公元 3世纪之后就已经形成了［31］1-3。谷

先生综合大量传统史料对古龟兹舞、乞寒舞与《西凉乐》《鼓吹乐》《龟兹乐》《十二木卡姆》

等展开了细致的文化史研究，其结论总结起来有三点：（1）古代新疆的乐舞受中原音乐文

化的影响颇多，它由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共同创造。（2）得益于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

古代新疆的乐舞也吸纳了域外印度与波斯等的文化要素，但这种影响是双向的，由各族共

创的古代西域乐舞也在邻近区域得到传播。（3）中原地区不少乐舞亦受到古代新疆乐舞文

化的影响；今日新疆的乐舞是在古代新疆乐舞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并非外来文化［31］。
显然，谷先生对古代新疆乐舞的研究既是在回应相关的学术问题，同时也是在论述民

族关系史。通过对古代新疆乐舞的文化史研究，谷先生既阐发了新疆乐舞文化与中原文

化的关系，也叙述了新疆各民族及其与内地诸民族交往交流的关系史，以及各民族共创中

华文化的历史轨迹。不同于常见的以人群（民族）互动为主要论述内容的民族关系史研

① 向达认为，“自秦汉以来，龟兹文化实承印度文化之绪余，龟兹本国故无文化”。在将《隋书》《旧

唐书》《新唐书》《唐六典》《通典》之龟兹部与天竺部比较之后，向氏认为龟兹乐来自印度，“龟兹乐之出于

天竺乐，其说固不得诋为无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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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谷先生的此项研究既兼顾了各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又始终将这种主体性置于各民族文

化的关联性与共同性之中加以解释。我们将看到，此项研究关注的问题与研究方法和谷

先生在大约同一时期展开的有关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研究是一致的［30］1-26［33］。
2.对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历史解释

完成新疆乐舞的文化史研究之后，谷先生从 1985年末到 1986年初连续发表了《论中

华民族的共同性》与《再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两篇文章［9］1-34，继续深化他对多民族国家

的历史解释。谷先生认为，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形成首先是因为作为文明国家，中国的历史

由具有不同社会形态与文化的诸多民族共同缔造；而秦汉以来，中国长期作为统一的多民

族国家而存在，这使各民族之间有着密切而持续的联系和交流，从而产生了相互依存、互

促互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上形成了许多共同点。其次，这种共同

性的形成与中国历史上的移民和民族融合关系颇多［9］3，这两个历史过程促进了各民族之

间“经济文化的交流，起到了相互学习、相互补充的作用”［9］2。谷先生根据语言文字、经济

生活、音乐舞蹈、神话故事、民间传说、节日等文化事项论述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关系及共

性［9］8，并发挥了费先生 1984年在国家民委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的观点，认为中国各民族及其文化之间是一种“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的客观事

实”［9］16。总而言之，谷先生认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中都可发现，而

这些共同性的形成既有赖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长期存在，又和历史上的移民和民族融合

关系密切。

除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中的共性之外，谷先生对中华民族共同性论述的另一层面是

对多民族统一国家谱系的文化解释，而被置于这一议题核心的则是中国各民族神话中的

大一统思想。谷先生认为，中国的大一统思想发轫于夏商周时期的天下共主观念，该思想

在秦汉、唐宋时期得到明确和巩固。谷先生的这个结论基于其对汉语史籍与各少数民族

神话传说的比较研究，在比较了诸多神话传说之后，谷先生发现，中国各民族的统治阶级

（王朝建立者）大多有着共享的神圣王权谱系。在北方，除为数不多的政权创立者将其谱

系追溯到盘古与炎帝之外，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的统治者绝大部分自认为是黄帝的后裔；

而在南方，部分少数民族则把盘古、伏羲与女娲作为自己的远祖［9］27。在谷先生看来，这些

由大多数民族共享的神话传说是各民族“共同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所共同拥有的精神

财富，是中华民族所具有的强大的精神上的凝聚力”；各民族神话传说中的矛盾之处乃历

史上诸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由大多数民族共同追溯的黄帝和炎帝传说则可看作大统一

思想的象征和旗帜［9］28-29。他同时也指出，这种发轫于夏商周时期，发展和巩固于秦汉、唐

宋时期的大一统思想在中国历代政权中都得到了继承和延续，中原政权编修少数民族建

立过的政权之历史与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继承中原之文化典籍即是明证。由此，谷先生

认为中国历史上汉族与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都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大统一思想是中国

各民族共同的历史传统［9］32。显然，谷先生对中华民族共同性的论述试图阐释的是中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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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多民族国家的文化事实，而在有关农牧关系的讨论中，他解释了此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

的社会机制。

3.以经济类型学解释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社会机制

谷先生对多民族统一之中国形成的历史轨迹之讨论是从农业区与游牧区的关系切入

的。谷先生依据经济类型将中国划分为三大区域——黄河、长江与珠江流域的农业区，长

城以北的北方游牧区以及青藏高原及其邻近区域的西方游牧区，三个区域并存着互不相

同的生产体系。农业区与游牧区在政治上大一统的形成也即是多民族统一之中国的形

成，因此需在承认游牧社会对中国历史之贡献的基础上方能全面分析多民族统一之中国

形成的历史轨迹［9］107［34］。
谷先生认为大一统之中国的形成有经济、文化与历史因素。首先，农业区与游牧区经

济上长期存在互补关系，相互促进。这种经济互补与游牧区的经济不自足有颇多关系，由

此使得农业区在这种彼此依存的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其次，如其在论述中华民族共同

性时所指出的那样，无论是在农业区还是在游牧区，都存在着大一统的思想。此外，秦和

匈奴分别在农业区和游牧区完成的统一奠定了中国大一统的历史基础。随着农业区拓展

到毗邻长城的北方游牧区，以及西汉设置河西四郡后河西地区的农业化，游牧社会与

农耕社会的南北对峙结束，南疆诸绿洲农业区与内地也建立起更为密切的联系。这些经

济层面的变化为大一统的中国奠定了历史基础①［9］。谷先生写道：“汉、唐两朝曾在这方面

（统一农牧两种社会）取得了富有历史意义的成就，元朝全部实现了农业区和游牧区的大

统一……清朝最后完成和巩固了这个大统一。”②［9］106

谷先生对大一统之中国的论述综合了社会历史调查阶段积累的经验、社会经济类型

学以及文化史分析路径。在其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不同经济类型的群体以及这些群体

在此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和文化关系的历史演变（而非不同群体的政治关系）是谷先

生阐释多民族统一之中国形成的核心内容。这种分析路径在观照各民族因经济类型与社

会形态不同而具有的差异性之同时，又不拘泥于民族这一分析单位，而是更多地关注各民

族基于经济关系而形成的社会关联性与文化共性。

4.以社会阶段论解释中国的现代转型

谷先生对多民族统一之中国的解释并未停留在历史时期，而是进一步论述了其现代

转型。在谷先生看来，中国的现代转型是处于不同社会阶段的各民族全体从阶级社会进

入社会主义社会，“伴随着这个历史条件的巨大变化，全国各民族在不同的起点上：分别从

① 谷先生对多民族统一之中国形成的历史解释主要集中在《论正确阐明古代匈奴游牧社会的历史

地位——为纪念〈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出版一百周年而作》《论西汉政府设置河西四郡的历史意

义》和《河西四郡新农业区的开辟是丝绸之路通畅的关键》等文章中，尤其集中在《论正确阐明古代匈奴游

牧社会的历史地位》一文中。本段的论述基于总结以上诸篇文章而来。

② 括号内的文字为笔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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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存的氏族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共同走上了社会主义道

路”［30］61-62。这个转型是中国近代变革过程中的一大飞跃，它是中华民族的总体变革，而

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一切变革也在这一变革的“总格局中进行”［30］201［35］。
谷先生对中国的现代转型之论述同样可以拓展到各民族之现代化这一层面。谷先生

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整体现代化，其主要的目标是“逐步缩短直到完全消除

中华民族和世界上先进民族的差距”，“逐步缩短直至完全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差距，汉

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差距以及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差距”［30］202。但由于我国大多数民族以

大杂居、小聚居的形式分布于全国各个地区，“因此，不可能设想以民族为单位来进行社会

主义现代化，而必须以地区为依托来进行各民族社会的现代化。只有某些民族居住地区

实现了现代化，这些民族的社会也就现代化了”［30］70［36］。如果我们回望魁阁研究以社会

现代化观照国家现代化的路径，就不难发现，谷先生此时已将社会替换为民族，且又将民

族的现代化置于区域之中讨论。

毫无疑问，谷先生认为中国在 20世纪中叶所完成的社会主义转型延续了多民族统一

国家的整体结构。中国的现代转型是通过国家的整体变革来实现的，而这一转型的核心

是社会性质的总体改变。各民族的现代转型与中华民族的转型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他

们在总体格局中完成其社会性质的变革。经济、社会与文化的现代化是在国家现代转型

之后同步开启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全面现代化成为变革之后中国需要长期奋斗的目标。

显然，与魁阁研究从社会现代化角度观察中国的现代转型不同，谷先生是以国家的现代转

型来观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同样，与魁阁研究从社会结构变迁角度讨论中国社会的现代

化不同，谷先生对此议题采取的是社会阶段论的解释。

四、回到魁阁研究看谷先生的民族学研究（兼结语）

被费先生称为“魁阁老人”［24］228的谷先生虽然仅在其学术生涯的早期参与魁阁研究，

但其研究的问题意识、学术方法与学缘始终与之呼应。前文已指出，谷先生从云南返回西

北之后，曾将魁阁研究的学术议题、社区调查方法与类型比较研究带到其在甘肃与新疆地

区开展的学术实践之中。但这位主要在西北地区开展研究，且深受马克思社会形态学影

响的学者，在民族学研究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对中国的整体认识、学术理论与研究

方法都形成了与其他魁阁老人不同的路数。重新回到魁阁研究审视谷先生的民族学，对

于我们理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整体图景及其演变，以及西北民族研究在中国民族学中

的定位显然有重要价值。

同魁阁研究的大多数参与者一样，谷先生在其研究中也对如何认识中国（或“何为中

国”）作了思考和回答。不同的是，前者更多地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中国，认为社会的现代转

型是中国现代化的核心问题；而后者对此问题的思考则逐步转移到国家层面，认为国家的

现代化是促成社会转型的关键。前者的认识经验更多来源于内地的农业社会，而后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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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经验则来源于较为复杂的边疆民族社会。相较而言，魁阁研究时期，研究者更多地在

探讨“未来中国”，而 20世纪 80年代的谷先生则更多地借助历史解释“当下中国”①［9］89-99。
但无论是面向未来思考当下，还是基于过去解释现在，二者都属于进步主义的思路，只不

过前者的论述基于现代性的思考之上，而后者则采取了历史阶段论的解释。

在研究方法上，费先生领导之魁阁研究在社区研究的基础上发展出类型比较研究，试

图通过多个案例的横向比较获得对中国社会的整体认识。英国人类学家利奇（Sir
Edmund Ronald Leach，1910—1982年）曾对此种研究路径进行过评论，在他看来这种通过

对典型社区的研究获得对中国的一般性认识的意图并未实现［37］127。费先生晚年亦写文

章回应了利奇的批评，承认利奇的批评直指他的要害，但他仍然认为通过对诸多典型类型

（types）的比较研究是有可能从个别接近整体的，但这种接近是逐步的。《云南三村》以及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他对江村的追踪调查和对东西部地区小城镇的调查研究，即是其通过

典型比较逐步接近整体中国的学术努力［38］5·7·8。相较而言，20世纪四五十年代，谷先生在

西北农牧地区的调查虽然也曾延续此种方法，但却逐步发展出基于经济类型的社会形态

比较研究，并通过（农牧）经济关系建立起不同社会的关联；而在 20世纪 80年代论述历史

上的农业区与牧区的关系时，谷先生则根据经济关系的互补与依存完成了对整体中国的

解释②［39］。此外，虽然费、谷二位先生都曾为自己的学术研究补课，但前者把更多精力放

到了西方学者尤其是其年轻时代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史禄国、派克等人著作的阅读

上［40］，而后者则转向中国历史的研读，并发展出文化史与长时段的历史解释路径。在人

们对谷先生的学术追述中，除给予他“民族学家”“社会学家”的称号之外，的确也有学人将

其称为“历史学家”［41］1-10 。
虽然学术理论与研究方法不尽相同，但谷先生与魁阁研究中最为重要的学者费先生

于 20世纪 80年代在“中国为何”的认识上殊途同归，二者均认为中国乃多民族国家。设若

我们将 1939年顾颉刚与魁阁研究团队有关“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争论引入当前的论述语

境中［42］，则不难发现，费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与谷先生对多民族统一之

中国的历史解释似乎均可视为魁阁老人对该问题的回应。有证据表明，费、谷二位先生在

多民族国家的思考上曾相互影响。费先生在 1988年 9月 2日写给谷先生的信中说道：“从

兰州回来，又去烟台，民盟开了一个会，同时抽时间把 11月份去香港中文大学的讲演稿写

出来，题目是《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主要是根据我多年积累的想法，又利用你们和

① 谷先生古为今用的历史解释路径与大多数民族学史研究者是一致的。这种路径在 20世纪五六

十年代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曾被公开讨论，并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20世纪 80年代，谷先生也曾

撰文重提此种历史研究的思路。

② 有趣的是，谷先生在 20世纪 80年代以农牧经济关系解释整体中国的路径与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年）在论述大中国的历史演进时以贮存地解释游牧与农耕社会之关系似乎有异曲

同工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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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民院同事的论文，综合写成。”［24］226费先生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的文末

也将谷先生有关中华民族共同性和中国历史上之农牧关系的研究文章列为参考文献，这

些研究文章也被费先生收录到其主编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书之中［43］36。而谷先

生在 1989年之后发表的数篇文章中（如同魁阁研究时期那样）亦对费先生的理论作了应

用和阐发［30］1-38，并于 2007年发表《三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对其有关中华民族共同性的

论说进行了总结①［24］154-176［44］。
谷先生在魁阁研究之外逐步探索出的认识和解释多民族国家的路径既与 1949年之

后中国学界整体思想的转变和他（及其同业者）在边疆民族地区开展的实地调查有颇多关

联，同时也与在国家所开展的社会工程（如民族识别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培育的

中国民族学之（应用性）品格关系密切。任继愈在阅读谷先生《民族研究文选》后写给他的

一封信中恰如其分地总结了谷先生民族学的特征：

您从事的（民族研究）工作不同于一般理论工作，既要有充足的社会实践为

资料，又要有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依据。民族研究领域，同时具备这两个

条件的不多。您是其中的杰出者，也是具有开创功劳的一位，几十年走过的道

路很不平坦。您的成就不限于印刷在书面上的，在促进民族团结和睦方面，广

大民族地区将永远记住您的业绩［24］229。

任继愈的信提示，谷先生的民族研究似乎可视为一种中国本土的马克思主义民族

学②［30］216-218，它在某些领域对今日中国民族学、民族史（甚或边疆研究）的学术实践仍有实

在影响。

显然，以魁阁研究作为起点理解谷先生的民族研究，的确有助于追踪其学术理路的流

变，同时亦能让我们窥见中国民族学整体风格之一斑。谷先生在研究西北民族的过程中

逐步将社会类型比较研究发展为经济社会类型研究，再将其议题转移到多民族国家的历

史解释之过程，既让我们看到了他在认识整体中国时规避魁阁研究所曾遭遇的困境之努

力，也呈现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族研究对当代中国民族学之形成及其品格的影响。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经历学科重建后的中国民族学人类

学亦逐渐形成了新的特征。无论是将历史维度（或历史）纳入研究之中，还是对海外民族

志的研究，又或者是对当代语境中的新问题作出回应——如医疗人类学、灾害人类学、中

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等等，都从不同层面丰富了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内涵，使其在不缺失

① 在文中，谷先生重申了中华民族的形成是多元的，中国乃有悠久历史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炎黄子

孙的观念在多民族统一之中国的形成中发挥了巨大的凝聚力和亲和力等观点。

② 事实上，谷先生在1999年发表于《民族研究》的一篇文章中也认为，中国民族研究有两个传统，一

为旧传统（历史中的民族记述）；另一个则是“新中国建立50年来的新传统”（马克思主义民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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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观照的同时①［45］，亦呈现出较为多元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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